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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是长时期、结构性地影响中国历史整体进程的重大因素之一。不过在传统社会
正史修撰中，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很多农民军(其实其原先身份并非一定是农民，还包括其

他一些社会下层民众甚至知识分子)被视为“贼”、“寇”，被认为是社会祸乱之源。20 世纪初，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开启了“史界革
命”、“新史学”之先声。他指出旧史存有“四弊”，前二者即分别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
家，二曰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此后史学界开始注重农民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
的作用。不过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并存的态势，使史学界对农民战争研究着力不多，评价亦不
甚高。
“文革”之前，农战史研究在“极左”史学思潮与历史主义的影响下，虽然不时摇摆，但仍取
得了客观的成绩。“文革”中，极左史学思潮达到极致，历史已完全为现实所用。“文革”后，廓
清了极左史学思潮的影响，农战史研究进入了高峰时期。近年来随着时代背景与学术理路的
转变，却又趋向冷寂。
明末农民战争声势浩大，作用显著，《明史》特开《流贼传》以纪之。加之史料众多，成为农

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明末两支农民军中一支的领袖，张献忠与其所建立的大西政权也
很受关注。与农战史发展脉络一样，张献忠研究也呈现了由热至冷的变化，受到政治气候与学
术理路变化的影响很大。

20 世纪 80 年代，张献忠研究处于热潮时，学界已开始对张献忠研究展开回顾。李晟文
《张献忠农民起义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 年第 9 期)综述了张献忠研究的历
程，重点总结了关于张献忠“屠蜀”与“降明”两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综述
也相应总结了张献忠的研究。如孙祚民《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史杂志》
1987 年第 6 期)、屈小强《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动向———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
讨论会综述》(《文史杂志》1987 年第 6 期)、冯佐哲《日本史学会明末农战史研究综述》(《中国
史研究动态》1988 年第 2 期)。
本文在全面梳理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张献忠研究的基础上，对张献忠研究的问题意识、史

学理论展开分析，并探讨其背后的时代与学术背景，指出这种研究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
尝试对中国古代农战史研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初步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的一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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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国前后张献忠研究的起步与观念的大转变

受到新史学开始注重下层群体的影响，20 世纪初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已开始研究。对于
张献忠的研究从 20—30 年代便已开始。不过在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史学界仍称张献忠为
“贼”、“匪”，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单一。在观点上，继承清初史籍所载张献忠“屠蜀”的说法，从
道德立场出发，对张献忠所造成的四川惨剧大加鞭挞。参见以下论著:萧一山《清代通史》(商
务印书馆，1927 年)、于飞《关于张献忠的材料》(《民俗》第 90 期，1929 年)、吴品今《中国历代
匪乱之鸟瞰(6):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起义》(《汗血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3 年)、夏雍(吴承
仕)《张献忠究竟杀了若干人》(《盍旦》创刊号，1934 年)、萧远健《张献忠屠川考略》(《师大月
刊》第 18 期，1935 年)、王璞《张献忠在蜀二三事》(《人物杂志》第 2 卷第 2 期，1947 年)、王璞
《造成张献忠乱蜀的政治环境》(《唯民周刊》1946 年 6 月 11 日)、商韬等《关于“湖广填四川”》
(《大公报》1949 年 1 月 18 日)。此外，徐宗泽《张献忠入川与耶稣会士》(《东方杂志》第 43 卷
第 13 期，1947 年)首次考察了张献忠在四川时期与耶稣会士的交往及对西方科技的兴趣。李
文治发表两篇论文《李自成与张献忠部众归明考》(《中央日报》1946 年 5 月 28 日)、《李自成
与张献忠余党的复国运动》(《中央日报》1946 年 6 月 25 日)，虽非对张献忠所展开的研究，但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仍起到了为张献忠大西军张目的作用。
建国以后，随着政权的更迭，意识形态的变化，农民作为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吸引了史学

界的关注。在毛泽东一系列农民战争史命题的指导与启发下，史学界全面展开对中国古代农
战史的热议，观念也完全变化。张献忠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曾在建国前创作《明季奴
变考》的谢国祯先生撰《农民起义与张献忠》(《历史教学》1952 年第 2 期)一文，首次提出张献
忠并“不妄杀”，杀的都是与农民军对立的“豪绅地主阶级”，这引起了后者的仇视，故加以诬
蔑。陈登原《关于张献忠“屠僇生民”的辨正》(《西北大学学报》1957 年第 3 期)认为张献忠并
不乐于杀人，所谓“屠僇生民，靡有孑遗”的说法并不准确。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
(《历史研究》1957 年第 1 期)考证了《明史·张献忠传》的史料来源，认为其所据王鸿绪《明史
稿》、吴伟业《绥寇纪略》、毛奇龄《后鉴录》、冯苏《见闻随笔》或为迎合清朝统治者，或出于自
身遭际与立场，将清军、“摇黄”屠杀四川之事挪移于张献忠身上。而能反映真相的欧阳直《蜀
乱》诸书在“文字狱”的压力下，却未能流传，后世存本也经删改，不复原貌。客观记载张献忠
在蜀事迹且目前保存下来的史籍是曾从鲁王抗清的查继佐所撰《罪惟录·张献忠传》。在这
篇传记中，查继佐记载了张献忠在蜀三次杀人事件，所杀分别为蜀王、割据对抗之地主绅士、联
络清军之士人。作者还在明末清初史籍中找到大量清军与摇黄土军杀戮川人的记载。最后，
作者得出结论:明末至康熙年间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是明军、清军、摇黄、吴三桂军的杀戮。清
朝统治者却将人口减少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张献忠身上。该文首次详细考察了张献忠屠蜀说法
的源流，颇有启示意义，不过并未考察全部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说服力相应有所局限。袁
庭栋《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63 年第 1 期)利用清初部分史料与大
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指出张献忠大西军有纪律，不乱杀人，但由于方法或策略上的缺点，

出现打击面过宽、处理方法粗糙的问题，但这都是个别的、很少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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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极左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张献忠研究中也出现了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刻意为农民军

辩护的倾向。比如有些研究便认为张献忠并不杀人。部分站在历史主义立场上的学者对这一
观点进行了驳正。如陈波《张献忠不杀人辨》(《人民日报》1962 年 5 月 10 日)。
受到大陆农战史研究的影响，台湾地区史学界也开始关注张献忠研究，且观点有所变化。

李光涛《张献忠史事》(《史语所集刊》第 25 本，1954 年)认为张献忠在蜀虽曾杀过许多人，不
过清人将所有杀人事件皆委之献忠，并虚张其数，与事实不符。
从建国至“文革”爆发前，张献忠研究成果较多，除屠蜀问题外，其他问题也开始有所涉

及。董玉瑛《有关明末农民起义军流动作战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5 年 11 月号)注意
到了张献忠大西军流动作战的战术特点及其军事胜利。江流《张献忠攻克武昌的真实情况怎
样》(《历史教学》1962 年第 6 期)讨论了张献忠攻克武昌的经过。李文治《晚明统治阶级的投
降清朝及农民起义军的反清斗争》(《进步日报》1952 年 1 月 10 日)论述了张献忠及大西军余
部的抗清斗争。方福仁《李自成张献忠两军关系考辨》(《光明日报》1963 年 1 月 30 日)认为
李自成、张献忠率领两大农民军，分别在南北不同地区作战，互相声援，共同与明清政权作战。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第一部张献忠研究的专著———袁定基《张献忠》(中国历史小丛书，中

华书局，1963 年)全面梳理了张献忠从参加起义到建立政权，直到最后失败的历史。洪焕椿
《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年)也认为张献忠“天性嗜杀”的说法是清朝
统治者的诬蔑。在郑天挺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成第一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
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 年)。1957 年，该书进一步扩充了史料，出版了
新版(中华书局第 2 版)，搜录了部分与张献忠大西政权有关的史料。大西政权文物出土也有
助于了解大西政权的具体情况。如袁炎兴《张献忠大顺三年铜镜》(《文物》1960 年第 1 期)。
关于张献忠的传说也开始得到搜集与整理，如李宗荣等整理《张献忠的传说》(《民间文学》
1960 年第 8、9 期)。

二、上世纪 70—80 年代对张献忠的深入研究

“文革”期间，极左史学思潮完全占据了史学研究的阵地，史学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同
样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的历史地位却发生了不同变化。李自成被推崇为坚
定走反孔主义路线的英雄，张献忠则由于谷城“降明”的问题，被认为“犯有严重路线错误”，相
关研究更是无从开展。
“文革”后，廓清了极左史学思潮，史学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在农民战争研究问题上，学界
还反思了“文革”前历史主义观念下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农民起义的评价更为客观公允。张
献忠研究领域也呈现了相应的变化，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在这一时期，除了张献忠屠蜀被热议外，其他问题开始得到更多的讨论，显示出张献忠研

究逐渐走向深入。这一时期谷城“降明”事件开始引起热议。其实张献忠“真降”或“伪降”，
对于理解明末农民战争，并无太多的实际意义。建国前后，这也不是一个“问题”。不过毛泽
东曾指出真正的农民军领袖不会投降，此后直到文革结束之前，农战史学界一直遵循这个观

点。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在反思过程中，也开始对这一“命题”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才凸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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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多数学者通过对张献忠“受抚”后做法的考察，认为张献忠属于“伪降”。持这一观点的有
樊树志《关于张献忠谷城伪降问题》(《复旦学报》1978 年第 1 期)、邓速《张献忠谷城投降驳
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 1 期)、田培栋《怎样看待张献忠在谷城的“伪降”问题?》
(《北京师院学报》1979 年第 2 期)、傅玉璋《关于张献忠降明问题》(《文史哲》1980 年第 2
期)、张显清《张献忠“谷城受抚”评析》(《明史研究》第 1 辑，黄山书社，1991 年)。不过邓亚增
《从大西政权的封建性质看张献忠的悲剧》、钟友铭《张献忠悲剧浅析》(均载《绵阳市地方史
志学会通讯》1987 年第 4 期)认为张献忠降明是从免死出发，以投机为目的，在农民军中影响
恶劣。
关于张献忠生平、个性，主要有以下三篇论文。黎邦正《浅谈张献忠》(《西南师范大学学

报》1980 年第 4 期)全面考察了张献忠的作战方式、政权建立与其杀人问题。王纲《张献忠名
号、籍贯和年龄小考》(《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第 4 期)考察了相关问题。任乃强《张献忠屠
蜀辨》(《张献忠在四川》，1981 年)对张献忠个性与能力在其成为明末农民战争领袖所扮演的
作用进行了讨论。
张献忠大西军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纵横南北数省，对这一作战过程进行研究的论文如

下:孙祚民《张献忠智歼明督军杨嗣昌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 年第 3 期)、张云侠《张
献忠三次入川述论》(《张献忠在四川》)、王纲《张献忠入川作战不是两次而是五次》(《重庆师
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田尚《明末农民起义军初期入川作战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
究》1983 年第 6 期)、王纲《再谈张献忠入川作战次数问题———答田尚同志》(《社会科学研究》
1984 年第 2 期)、刘长荣与濮实《张献忠在绵阳地区的军事斗争》(《张献忠在四川》)、王纲《张
献忠在安徽的重要战绩述论》(《江淮论坛》1981 年第 5 期)、邹时炎《张献忠在湖北地区活动
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 年复刊号)、田培栋《对张献忠在湖广活动的评价》(《西安
师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周世昌《张献忠袭取襄阳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王纲《张献忠在湖南作战史迹述略》(《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 年第 2 期)、单文彬
《张献忠进军江西初探》(《江西师院学报》1983 年第 3 期)。
张献忠大西军在与明清官军作战的过程中，取得不少经典性的军事胜利，显示出张献忠大

西军掌握了成熟的战略、战术。孙祚民《我国杰出的农民革命军事家张献忠———谈谈张献忠
与〈兵法〉》(《张献忠在四川》)指出张献忠在谷城时，曾学习《孙子兵法》，灵活地将其运用至
战略、战术，尤其快速流动作战成为其制胜的重要原因。袁庭栋《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流寇
主义问题》(《四川师院学报》1981 年第 1 期)在肯定了大西军“以走致敌”所取得的军事胜利
的同时，又指出缺乏根据地建设与经济基础是大西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袁庭栋《论张献忠
的军事艺术及其杰出成就》(《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 2 辑，1982 年)从大西军编制、行
军、宿营、侦察、作战、攻城、训练、休整、作风、指挥等十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张献忠的军事才能与
成就。王纲《大西农民军的组织纪律及其战术特点———读史札记》(《延安大学学报》1983 年
第 4 期)考察了大西军的组织编制与发展规模、兵种与训练及纪律与战术。
张献忠鉴于长期流动作战所产生的不利情况，曾经尝试在湖广建立政权。陈权清《张献

忠在湖南建立政权的尝试》(《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7 年第 5 期)考察了张献忠于崇祯
十六年开始转变“流寇主义”的观念，尝试在湖南建立政权的历史。杨济坤《大西政权建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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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小议》(《南充师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认为大西政权建立于 1644 年 8 月 15 日。任乃强
《张献忠屠蜀辨》考察了大西政权机构设置、开科取士、设局铸钱、行保甲法及招抚边疆土酋的
情况。王纲《大西农民军与西南各族人民的关系》(《四川师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指出大西
军于顺治二年曾平定云南沙定洲叛乱，并发展云贵地区的经济生产。与主流看法认为张献忠
建立的大西政权是一个反封建政权不同的是，邓亚曾《从大西政权的封建性质看张献忠的悲
剧》认为大西政权的封建性质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
明末农民军队伍由最初的“十三家”，逐渐合并为李自成大顺军、张献忠大西军两支军队，

一南一北，分别与明清官军作战。关于这两支军队的关系，方福仁曾提出二者一直团结合作的
结论，并撰《李自成张献忠永宁会师考实》(《中州学刊》1983 年第 3 期)，具体考察了崇祯十四
年，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在永宁会师的经过，指出永宁会师显示出两支农民军的合作道路。
袁庭栋《论明末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农民军的关系———兼与方福仁同志商榷》则提出了不同
意见，认为李自成、张献忠在独立作战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沿着合作———分裂———对峙———
冲突这样一条道路发展，这也是明末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郑定理《论张献忠和李自成
在四川的争夺与大西政权的崩溃》(《绵阳师专学报》1988 年第 1 期)也持相似的观点。
这一时期张献忠研究的核心问题仍是屠蜀真相。一些学者仍持张献忠并未杀戮民众的观

点。胡昭曦《“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 1 辑，1979
年)考察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湖广人移民四川的历史过程，从侧面论证了张献忠并未屠杀民
众。所谓张献忠屠蜀引发“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杨济堃《张献忠屠蜀还是明清统
治阶级屠蜀》(《张献忠在四川》)认为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是明清官军杀戮。王纲《“湖
广填四川”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 3 期)、《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的原
因》(《张献忠在四川》)认为清前期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是明清官军，及吴三桂军队的作战与
杀戮。天灾瘟疫也是一项因素。孙祚民《张献忠“屠蜀”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 4
期)依据《续绥寇纪略》与《蜀难续略》的记载，认为张献忠所杀主要是宗室、官僚与地主武装，
并未杀戮民众。“青羊宫事件”中大西军杀戮士子的原因是后者的反扑。杨济堃《对张献忠
“杀戳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南充师院学报》1980 年第 2 期)对上文青羊宫事
件结论提出质疑，并通过考察清初史籍、方志，发现青羊宫事件期间，大西政权还曾举行科举，
地方志也皆未载屠士子之事，故青羊宫事件为虚构。青羊宫杀士事件的争议引起了学界对张
献忠与士人关系的注意。顾诚《张献忠与知识分子》(《张献忠在四川》)全面梳理了张献忠与
士人的关系。认为在明末农民军中，张献忠最早吸收士人，并向其学习《孙子兵法》，并以士人
充任军师之职。在河南、湖广，以及进入四川的初期，对士绅都较礼遇，吸收其进入农民政权。
此后与四川士人关系的恶化源于四川士人对大西政权的敌视与破坏，张献忠屠杀士子也存在

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不过一些学者开始指出张献忠确曾屠杀过民众。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辨》认为清初人口

减少的原因是饥荒、疫疠。张献忠屠城、杀士子是为防其与其他势力联合，杀民众与自相残杀，
有取粮、节粮的考虑。1980 年 3 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在成都召开“张
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张献忠屠蜀真相。会后结集出版了《张献忠在
四川》，收录论文 13 篇，其中关于张献忠屠蜀者 6 篇。除上引两篇论文外，田培栋《对张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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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蜀”应重新予以评价》(《张献忠在四川》)接受了清初史籍的观点，认为张献忠由于农民思
想意识的局限性，确实屠杀过士子、降卒，甚至自相残杀。孙达人《张献忠“屠蜀”的真相———
试论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张献忠在四川》)分三个时期考察了张献忠屠蜀的真相。在顺治
元年正月入川到八月建立大西政权的第一时期内，张献忠提出并贯彻了“归诚则草木不动，抗
拒则老弱不留”的攻城政策，对一些顽抗地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不过在成都“大杀三日”的说
法纯属诬枉。从建立大西政权到顺治二年十月的第二个时期，大西军仅对宗室、官绅与逃遁山
中者加以镇压，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从顺治二年十月到顺治三年十一月最后一个时
期内，由于大西政权坚持反封建的方针，归顺官员多次反复，也多次发生针对大西政权官员的

杀害事件，张献忠实行“除城尽剿”政策，并开“特科”以杀士子，甚至屠城，以维护政权。不过
清初史籍记载的数量与程度往往有所夸大。张献忠的屠杀政策并未稳固大西政权，反而使其
失去了基础，直接导致了其迅速失败。这篇论文对现有史料进行了仔细的辨析，分阶段详细考
证，是一篇值得借重的论文。管维良《张献忠的屠杀政策与大西政权的失败:读〈圣教入川记〉
等有感》(《重庆师院学报》1987 年第 3 期)、邓亚增《从大西政权的封建性质看张献忠的悲
剧》、钟友铭《张献忠悲剧浅析》、李三谋《明末大西军在四川“屠戮生民”之问题》(《四川师范
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阮明道《张献忠及其大西军在川北活动的几个问题》(《南充师院
学报》1988 年第 3 期)也皆持张献忠杀戮民众的观点。
关于张献忠牺牲的说法与地点，有多篇论文讨论。刘德鸿《张献忠之死》(《延安大学学

报》1986 年第 4 期)考察了清初史籍所载张献忠牺牲的多种说法，最后指出张献忠是为清军所
杀。关于张献忠牺牲地，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即在西充县西南凤凰山。这方面的论文有:王
纲《张献忠牺牲的地点》(《社会科学研究》1980 年第 1 期)、高翔《张献忠究竟牺牲在何地?》
(《历史知识》1985 年第 2 期)、李廷毛《张献忠殉难地———凤凰山》(《四川文物》1989 年第 3
期)、李仲华《张献忠殉难西充凤凰山》(《文史杂志》1987 年第 4 期)。
关于张献忠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田培栋《对张献忠“屠蜀”应重新予以评价》认为张献忠

占据四川之后，将李自成作为重要敌人，于川北重点防御，两支农民军之间的敌对与作战使张

献忠未能趁机消灭四川敌对势力，导致了此后的孤立局面。张云侠《张献忠三次入川述论》认
为张献忠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屠杀政策使其逐渐丧失统治基础，二是错误地将李

自成当作主要敌人，三是流动作战，缺乏统治基础，四是粮食匮乏。
关于张献忠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关系，张显清《张献忠与西方自然科学:读〈圣教入川记〉》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 3 辑，1981 年)依据《圣教入川记》，指出张献忠向耶稣会士学习包
括数学、天文历法、世界地理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戴执礼《张献忠对待西洋科学技术的态
度》(《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也考察了这一情况。
这一时期开始纠正文革以来对张献忠大西军地位、作用加以贬低的倾向，这方面的论文有

《四川讨论张献忠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谈农民战争中的平等思想》(《光明日报》1980 年 7 月
20 日)、唐宇元《论张献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 2 辑，
1981 年)、王纲《论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南充师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李殿
元《张献忠事迹与作用述略》(《西华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并在对比李自成、张献忠二
人的基础上，对“扬李贬张”观念进行了纠正。如王纲《“李自成领导明末农民起义”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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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 2 期)、姜晓平《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作用比
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5 期)。
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任乃强《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对记载张献忠的主要史

料进行了梳理与分类，对不同史籍作者、背景、内容与价值都进行了交待，对于深入开展张献忠
研究，是非常有用的一篇指南。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
也搜录了一些张献忠史料。不断出土的大西政权文物，也提供了越来越多关于张献忠大西军
的信息。主要有李承祥《谈张献忠时期的一部蜀刻书〈华岳全集〉十三卷》(《重庆师范学院学
报》1981 年第 2 期)、胡昭曦《四川地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碑石》(《四川大学学报》1978
年第 3 期)、蒋志《从张献忠〈圣谕碑〉看大西政权的失败》(《绵阳师专学报》1988 年第 1 期)、
李恒贤《从大顺年号镜浅谈对张献忠的历史评价》(《南方文物》1981 年第 1 期)、苏成纪《张献
忠大顺三年铜镜》(《四川文物》1984 年第 2 期)、赵树中《张献忠“大顺赤金”戒指》(《四川文
物》1985 年第 1 期)、滕绍箴《“锦江埋银”质疑》(《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 4 期)、薛玉树《也
谈张献忠大顺通宝》(《中国钱币》1985 年第 2 期)与《张献忠与梓潼大庙》(《四川文物》1985
年第 4 期)等。
随着张献忠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对张献忠大西政权历史进行整体论述的专著陆续问世。

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以更为丰富的史料辨析了张献忠屠
蜀真相。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袁永《张献忠与大西国》(四川人
民出版社，1985 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都全面论述了张献忠
农民军从陕北转战全国，建立大西政权，最后失败的历史。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84 年)、胡允恭《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袁良义《明末
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 年)偏重于论述李自成农民军的历史，但仍用一定篇幅论述了张献
忠大西政权的历史。这些论著都坚持张献忠谷城伪降、并未妄杀川民的观点，顾诚还提出四川
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是虎害。

三、张献忠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的可能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史学界也经历了学术理路的转变，大量
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催生了众多新的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战史研究却由一度繁盛之
“显学”骤然转冷，时至今日，几乎达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体现在张献忠研究上，不仅研究成
果数量甚少，而且没有新的问题意识产生，研究水平也基本停留在原地。
以下论文考察了张献忠大西军的军事活动。陈致远《张献忠军在常德活动考———兼考张

献忠未掘杨嗣昌祖墓》(《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第 1 期)、陈致远《掘杨嗣昌祖墓非张献
忠所为考》(《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1 期)、滕新才《从“吊何承光寺碑”看张献忠入峡
作战》(《文史杂志》1999 年第 4 期)、滕新才与甘立明《“圆盘计划”与张献忠土地岭大捷》
(《文史杂志》2001 年第 3 期)、滕新才《张献忠三峡战事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
第 4 期》、滕新才《张献忠“以走致敌”与黄陵城大捷》(《文史杂志》2002 年第 6 期)。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两部张献忠研究专著:余同元《历史争议人物张献忠》(台北文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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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5 年)、王兴亚《狡黠的张献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都认为张献忠在四川实
行了一些屠杀。一些随笔式的文章则批评得更为严厉。张宏杰《农民起义书写了怎样的历
史———以张献忠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05 年第 10 期)、章夫《张献忠成都屠城的历史路
径》(《成败———甲申 360 年祭》，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年)。王春瑜《李自成张献忠与传教
士》(《文史知识》1999 年第 3 期)指出李自成、张献忠并不排斥传教士，也不拒绝西方文化。
关于张献忠的文献、文物仍在不断发现与公开。胡昭曦《巴蜀历史文化论集》(巴蜀书社，

2002 年)其中一章《有关张献忠起义的新见史料》引人注意。盛观熙《张献忠“西王赏功”钱说
略》(《安徽钱币》1995 年第 2 期)与方明、吴天文《彭山江口镇岷江和岛出土明代银锭———兼
论张献忠江口沉银》(《四川文物》2006 年第 4 期)则是两篇介绍大西政权文物的论文。陈学
霖《传教士对张献忠据蜀称王的记载:〈圣教入川记〉的宗教与文化观点》(《中国文化研究所
学报》第 52 辑，2011 年)则提出应充分重视《圣教入川记》史料的原始性与客观性。
回顾近百年张献忠研究的历史，颇有沧海桑田、恍如梦境之感。张献忠之是非功过、历史

褒贬在百年过程中，经历了几多变化，也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建国之后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
张献忠研究的一度热潮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推动，故而随着时代、
学术的变化，荣光不再，不过目前少人问津的局面也同样是不正常的，不利于史学整体发展。
农战史之所以体现了从热至冷的骤变，主要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是随着国外史学

观念的不断输入，大量新课题、新领域不断涌现，抢占了农战史研究的市场。另一个原因是之
前的农战史研究多少都带有政治的影响，甚至存在较为严重的教条化、僵化、“以论代史”的问
题。目前农战史研究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农民战争作为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全局性问题，对其忽视会造成历史研究的缺环，其他与

之相关的诸多问题皆无法得到真正深入的解决。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农战史重新展开研究
是十分迫切的事情。时代呼唤“新农民战争史”的开展。
所谓“新农民战争史”，是指在广泛搜集、整理、考证农战史史料的基础上，在借鉴已有研

究成果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多学科的方法，运用至农战史研究的各种领域，以促进新理论、新命
题的出现与开展，以期揭示农民战争与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整体关系。
仍以张献忠研究为例。到目前为止，虽然张献忠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选题较为集

中，基本局限在张献忠屠蜀真相、谷城降明及其他大西军战术、大西政权建设及其失败等一些
比较表层的问题上，尚缺乏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将张献忠置于明末时代背景下，综合考虑的

研究成果。比如关于张献忠起义的原因，一直只是放在明末农民战争起因下一同论述。关于
明末农民战争的原因，所有著作几乎都是罗列政治腐败、赋税沉重、地主阶级压迫、灾荒不断
等，已经形成一种十分刻板的教条化论述。其实明末陕北农民战争的爆发与榆林镇军事经营
有密切的关系。
明末农民战争领袖多为榆林镇人氏，多有参军或驿卒的经历，为何是这一地区、这一身份

的人成为了揭竿而起者，成为了农民军的领袖? 这反映了明末陕北社会人口构成的什么状况

与什么特点，这一情况又源于何处? 大量具有军事，或准军事经历的人成为明末农民军的骨干

力量，这对明末农民战争的方式、性质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显然，这些都是极其重要且并
非空想的问题。通过与明中后期以来的陕北历史相联系，便可找出解决问题的线索。成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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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明朝在榆林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此后逐渐完善。不过由于陕北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条件
落后，导致榆林镇一直处于财政匮乏的状态。嘉靖年间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撰《九边图论》，
便认为榆林镇最大的问题便是财政。万历年间，已有官员指出如果再不解决陕北的财政问题，
这一地区将成祸乱之地。事实也不幸应验。因此，对明末包括张献忠起义在内的农民战争爆
发原因的讨论，便可以引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考察明末榆林生态环境、经济条件、
社会结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研究模式不妨可以称作“区域农战史”研究。这将会大
为改变此前农战史研究过于强调从国家的视角，“自上而下”进行研究，忽视农民战争与地方
社会的关系的局面，从而增加“自下而上”的角度，将研究引向具体与深入。
再比如屠蜀问题，目前研究已经揭示了各种势力在四川都进行了屠杀行为。那么，这种屠

杀行为对四川造成了什么影响，屠杀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清初史籍会对张献忠屠蜀有如此繁

多、详细、生动的记载? 张献忠杀人与其幼年经历、精神状态有无关系。这些都是深入下去会
有巨大收获的问题。
总之，目前包括张献忠研究在内的中国农战史研究，迫切需要回归学术本身，严格依据史

料，利用多学科的视角方法，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如果这样的研究能够开展的话，
将是大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农战史研究，是“新农民战争史”研究，农战史研究的重新繁荣也便
可以预期了。

清代仓储制度研究述评

闫文博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1)

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仓储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能够直接反映出专制

王朝富裕程度，而且它的正常运转及充盈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国势走向。每当国库充盈之时，王
朝也多出现开明之世，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而每当国库亏空之时，伴随而来的也往往

是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因此，对仓储进行严格的管理及控制，对仓储管理官员及吏役进行严
密的监控也就十分必要。在清代的仓储管理中产生了许多值得借鉴并发扬的制度，而这些制
度又以成文法或者惯例的形式流传下来，对仓储制度进行详细的梳理并分析可以窥见王朝诸

多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故而十分必要。仓储制度的研究虽然已经有许多
学者予以关注，但这个领域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让人满意的地步，还有大量必需的研究工作

有待开展深入。

53清代仓储制度研究述评


